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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中后期黄、淮、运、湖的水环境 

与苏北水利体系 

王建革 袁慧
1
 

【摘 要】：明清时期黄淮运的水环境变化使洪泽湖的湖底淤高，黄河河身抬高。为保证运河的畅通和黄河治理，

官方培筑高堰以蓄清刷黄。随着黄河河身的进一步淤高，全黄入湖的增加，整个形势不再有早期的以清刷黄的生态

治理模式的运行。这种变化促使官方不得不使水流控制点集中于山盱五坝区域，在此形成新的控制点。此处下泄水

流的增加，使入江通道畅通并使里下河地区的水灾加重。这一切的环境变化，在形成水灾的同时，也促进行苏北地

区的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的增长。 

【关键词】：苏北水利 大运河 圩田 

明代重启大运河以来，黄淮运水系交汇于洪泽湖区域。长期以来，黄河与运河在徐邳段合一，河道南移时，徐邳黄运合一

段因无水补充难以为继。(1)黄河南行入颖、涡，散流盛行，决口水流经淮入洪泽湖，黄河水沿途沉淀，入湖时为清水，促成湖水

旺盛。随着黄河束水筑堤的加强，诸水利工程集中于清口区。官方利用高家堰工程抬高水位，使淮水冲黄河浊流，刷黄的过程

中湖水分流于运河，达到济运与治黄相合一的目的。明代徐邳段黄运一体，官方借黄济运，清代黄运分离，黄淮水在一定程度

合一，无论是洪泽湖刷黄济运，还是上游黄水决口入湖，黄淮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运河的功能。清代中后期，湖底与黄河河

身的抬高，整个水环境产生了变化，这种变化使更多水流从高堰东南泄水于下游高宝诸湖。徐州到清口一带的黄河决口，愈到

后期愈加严重，南岸的决口之水，汇流至洪泽湖。 

黄河河身不断抬高，水流不断地向南岸决口，决口之水入洪泽湖，湖底也不断被抬高。为了治理黄河倒灌以防济运不利，

清政府在高堰上花费了巨量投入维持蓄清，修建了多路引河以助清水。黄河本身更适合于北流，但明清两代所用的办法都是“以

河通漕，故不暇以河治河也。”在淮河，为了济运，高家堰工程越修越高，使淮水积成越来越广的湖面。道光年间魏源曰：“洪

泽湖水，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，宽十余丈，深一丈外，即能畅出刷黄，今则汪洋数百里，蓄深至二丈余，尚不出口，无怪湖

岁淹，河岁决。”
(2)
这是清代黄河北徙前的形势。洪泽湖三路分淮水，一路入黄归海，一路从高堰五坝分泄入高宝诸湖和运河，

还有一路是运河本身。入运和入高宝诸湖之水，或直接在运河中入江，或经范公堤横向入海，或经芒稻河入江。而芒稻河的入

江之路，愈到后期愈得到加强。黄淮分流各有一定的比例。湖水不决口泄高堰时，只有入运与入黄的二路分泄。早期的御黄坝

和束清坝几乎是全年开放的，七分入黄归海，三分入运，嘉庆五年还是这样。“湖水去路有二，一由束清坝、御黄坝入黄河出

云梯关归海，计泄水十之七八；由运口折东经三坝三闸入淮扬运归江，计泄水十之二三。 

此湖水常行之正路也，至山盱五滚坝，前人创建，以分减盛涨。”(3)然而，清代中后期以后，有一个入黄之水逐步减少的过

程，与此同时，有一个入江之水增加的过程。湖底在黄淤下抬高，高堰不断筑高，一系列黄淮运湖的矛盾开始加剧。道光六年

（1826年），淮水上涨。“御坝久经堵闭，清水全注运水，与历年七分敌黄，三分入运者不同。诚恐运河不能容纳，里河、扬河、

扬粮各堤均属吃重。设有疏虞，关系下河七邑田庐，亦匪细故。”张井等人与督臣琦善相商，“现在盘运已竣，回空船只，将

全行出江，运河毋须多水，所有涵洞、闸坝先饬陆续启放，腾空河身，俾湖水下注，得资容纳。只湖水入运，惟由清口一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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泄水分数，总不敌长江之多，伏秋大汛势头续而来，不能不早筹宣泄。”这时期，济运可以闭坝，难以刷黄，不敌黄时期，要

进一步蓄清敌黄，就危及坝堰。“若论黄河现高清水七尺余寸，似应多蓄清水，以为敌黄之地。惟清水长发，实觉过骤，即使

三河两坝，全行启放，核计水方，每日泄水不及一寸中之一分，是现在一日所长之水，须十余日后方能消落，将来湖水不虞短

绌。且湖水保障，全恃堰盱石工，而臣等屡次复勘新旧石工，均不足恃。”(4)危及堰坝时，则在汛期有更多的水流入下游诸湖和

运河，最终在下游入海或入江。 

一、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引黄济运 

黄河河身于乾隆中后期以来不断淤积抬高，洪泽湖湖底也不断因决口入湖而淤高，清口的黄水倒灌不断增加，引起黄淮运

湖的危机。为了暂避危机，官方往往启放高堰诸坝以泄水入高宝诸湖，高堰不断地因着湖底淤高而加筑抬高。高堰抬高，可以

使蓄清充足，加强刷黄济运，这也带来高堰受冲击的危险。清代前中期，湖底不深，黄河河身不高，高堰不高，危机少有暴发。

乾隆五十年（1785 年）以后，由于湖底抬高和黄河河身抬高，黄河不断地倒灌，淤积加重，黄强淮弱，清水无力，常常引起济

运的危机。 

清水不盛，官方常常引黄以济运以使重运渡运，引黄济运又进一步地加强淤积。淤积使湖水在水少之年无法济运，水多时

的汛期淮水集中于湖水较深的南部，冲击高堰。高堰加高，汛期风急，又可能引起高堰诸坝的损坏，高堰维修成本愈加提高。

官方因循守旧，不愿意加强高堰和五坝修筑，恶性循环不断地加强。河臣们不单引黄渡运，还在上游引黄助清，这一切都使湖

水增长。汛期湖水盛涨，风浪掣击，五坝会被冲坏，形成大规模湖水外泄，下游运东诸坝泄水或芒稻河入江的水量也大增。这

时期，黄淮运的治水重点开始逐步从清口转移到五坝一带。早期北部地势不高，苏北的过水面较广，越到后期，北部愈加抬高，

入海的运河之坝也逐步向南迁移，因为北部运河在黄淤加重地势增高，向南迁移水坝更易于排水于里下河地区，淮水的入江的

通道也承载了较多的水量。 

乾隆五十年（1785 年）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。以前的湖水基本上可以刷黄济运，这一年湖水枯干，清口无法渡运。吴璥言：

“乾隆五十年因久旱水枯，洪泽湖仅存水二尺二寸，是年秋冬及五十一年春，自河口以达淮扬运河，悉系借黄济运，清口淤成

平陆。直至夏秋，淮水长发，始得畅出敌黄，而河势亦即复旧。此向来河口倒灌，时塞时通之实在情形也。上年九月豫省衡家

楼旁溢，黄水断流，河工一带专仗湖水灌注浮送漕船，自冬及春，竭力收蓄，截至三月底，高堰誌椿尚存水六尺。”(5)黄水侵至

洪泽湖，清口一片黄色。嘉庆九年（1804 年）姜晟奏道：“高堰距河口三十里，每年河水盛涨时不免倒灌，是以水色较黄。迤

南以至五坝，色渐清澈。”(6) 

在北部抬高的同时，为了以清刷黄以形成济运的环境，官方又不断加筑高堰以促蓄水，汛期盛涨时不敢轻启高堰五坝泄水。

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以后，危机不断发展。清口诸坝和山盱诸坝都处于一种更加微妙的平衡动态之下。这一年官方引黄渡运，

从桃源境上借黄济运，黄河水把里运河和高宝湖槽淤高 3米，运河水深只剩 1米，局部地区只有20厘米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

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倒灌危机，官方堵闭了清口御黄坝。不断的漫口和全黄入湖，使运河常处于危机状态之下。随着北部的淤高，

南向的泄水通道过水量越来越多。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高堰大堤南端的三河口甚至被洪水冲开。(7)大量的湖水进入高宝诸湖经

芒稻河归江，形成了一道入江水道，入江通道过水量也在道咸年间愈加增多。 

为了渡运，除了筑高堰蓄清以外，官方还在上游引黄助清。嘉庆十七年（1812 年），运河水满，停淤更增。“往年下游扬河

一带水势不大，故黄水灌入黄河，尚难径下，然已不免停淤。今高邮迤下河水犹形涨满，设使黄水倒灌，下游顶托难消，必致

淤塞，运河不久即成平陆。而本年运河经清水刷深至二三丈，大为顺利，傥被黄淤，非仅回空难渡，而明年重运，又恐无策图

维。”百龄提出在上游减黄助清之法。“为今之计，惟有筹画减黄助清之计，以济回空。查减黄之途，有天然闸、峰山闸、祥

符五瑞闸三处，天然、峰山二闸，下游河道久已挑濬，即可启放。”(8)河臣在上游的峰山四闸一带放水，减少了黄水对清水的危

协，因为泄水在沿途沉积后入洪泽湖，同时助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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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底与清口引河区的淤高，湖水上涨时对南部深水区的压力增大，增加了对高堰南部的冲击力，官方不得不开放高堰西南

的五坝泄水。泄水入高宝诸湖，下游里运河东堤五坝也不断泄水，泄之于东部通道归海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 年）尹继善言：“伏

查高宝境内运河东堤，建设车逻、南关、五里三坝，原为宣泄湖河涨异之水，由下河以归于海。如水势不大之时，因不可轻为

开放，以保下河之民。如遇水势盛涨而坚闭不放，则高诸湖之水并无去路，必致涨漫为患。”他建议以水高坝脊三尺为准。“先

将车逻坝开放，至三尺以外再将南关、五里二坝开放。”归海之路，往往因海水与潮水的动态也产生排水不畅的效果。这一年，

“连次大雨，田间积涝一时宣泄不及，且范公堤之外海水高于内地，以致水无去路，田复被淹。此该处今岁被水之缘由也。”(9)

尽管下游区域排水稍有难度，乾隆早中期的水势与水情，完全可以靠高堰与运河一带的闸坝体系控制。乾隆后期，官方不断地

修筑运河的东泄通道和入江通道，进一步加强了苏北地区的河网在汛期的充水，促进了沿江沿海地区的圩田体系的扩展。 

至于黄河的治理，暂时的减黄分水引起淤积副作用的增加，但河臣们基本上仍坚持高筑黄河堤防以束水攻沙，筑高堰抬高

清水水位蓄清刷黄。吴璥在嘉庆八年（1803 年）言：“臣等伏查本年伏秋大汛，黄水接续加长，久涨不消。致江省各厅境内黄

河向有淤滩，本年停积更多，计宽数十丈至数百丈千余丈不等。现在勘估，只能就河心抽挑，使之通顺，断不能将两滩之淤全

行起除，亦万无如许金钱、如许人夫，普律大办之理。惟有循照古人成法，以堤束水，以水攻沙，总使海口通畅无阻。”(10)嘉

庆年间，黄河决口南泛的频率加增，漫工堵合往往需要一年之多，南岸漫口的黄河水汇淮入湖，湖底不断提高，黄河在主流减

缓，淤积量增加的环境下，河身不断加高。 

清口不断有黄水倒灌，黄水入运，使清江浦甚至里运河很长的一段河道的河底抬高。漫水入湖也可以起到一时的刷清之效。

“惟是漫工未经堵筑之前，全河汇入洪湖，恐湖心不能容纳，关系綦重。邵工亦系南岸漫口，彼时全黄入湖，赖清口通畅，黄

河灌湖，出口得以畅达尾闾。”一时间，清口畅通，山盱五坝得以保全，下游黄河河身也被刷深。但是，黄水的淤终归抬高了

湖底，对高堰和清口形成了进一步的危机。黎世序言：“从前湖水出口入黄，河道宽有二百余丈，下游山海河道比今低至丈余，

以故湖中不致涨满。自豫省衡工，江境郭家房等处节次漫溢，河底垫高，湖水即不能畅出。运口一带，倒灌日甚，不但下游长

河较前高至丈余。即湖口以外清水入黄之处，两岸渐淤高滩，现在河身窄处，仅存宽二三十丈，比旧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，是

以嘉十六年李家楼漫口黄水归湖，清水不能畅出。(11) 

嘉庆十八年(1813 年)睢工漫口，起到了刷深黄河河道的作用。然而，湖底的淤高终使五坝泄水成为常态，使水流更容易形

成向高宝诸湖的倾泻。道光五年（1825 年）琦善言道：“相石工（高堰）形如壁立，湖面宽广，一遇西北大风，浪若排山，涌

高堤顶，迥非人力所能抢护。从前所以保固无虞者，皆由黄河之底低深，故洪湖收水数尺，即可外注。水浅则浪微，堤工自可

不致著重。朔查嘉庆七年，洪湖底水仅存二尺五寸，重支尚可畅行。自嘉庆八年至十七年，河口淤高，黄水倒灌，黄运两河漫

口多处，以至漕粮艰滞，糜帑殃民。若非十八年豫省省睢工失事，全黄澄清入湖，畅出清口，一载有余，将河底积淤刷涤深通，

弊将不可复救。又焉能至道光元年，洪湖存水八尺一寸，尚高于黄河六尺有余，得以敌黄而济运。 

虽以上游之失事，藉刷下游之积淤，其言似属不经。而实在情形，则有在工年老之官弁可询。”(12)嘉庆年间的上游泄水入

湖，起到了甚大的作用。尽管这次黄水入湖使清口水流相对通畅，危机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积累。尽管官方不断地开黄河南岸

的减水坝以泄黄助运，终究难起到持续有效的作用，因为北部的淤高使清水更多地入运而不是入黄。嘉庆十月（1805 年）闰六

月，铁保和徐端奏道：“清口之病，由于河身淤高，亦缘闸坝久伤，启闭不灵，致清水入运者多，敌黄无力。粮船浅阻，又因

洪湖仁义等五坝底多坏，经风浪冲欣，泄水太猛，下游州县被淹。”(13)官方闭御黄坝，湖水大幅度地入运。高堰也在黄河入湖

以后，因湖底快速淤高而不断地产生危机。 

包世臣在道光四年（1824 年）言道：“湖身因受黄减淤底而高堰吃重。”他认为：“南河自凿铜沛南岸之虎山腰为减水坝，

宽四十丈以减黄涨，十年以来，至五月辄开放，湖心淤积数丈。”黄水减入湖以后，淤身而水面抬高。“故今年至仲冬而黄水

不落者，非水大也，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。下游淤高，则上游著重，明年大汛一至，上自邳宿，下至山海，两岸千里，所在危

矣。”(14)道光七年（1827 年）六月，蒋攸銛等人提到了长期以来的湖底与河底的变化倾向。“伏查洪泽湖底原高于从前河底一

丈余尺。石工之外，本系宽大干滩，是以靳辅拟以筑土石坦坡以卫石工，以杀水势。湖水之水，由五道引河，会注清口，建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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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出，沛然莫御。即嘉庆初年，存水不过数尺，亦尚足以济运，今则河底逐年淤高，已在二丈以外，湖水因之多蓄增高。五道

引河，久在水底，而十余年来，常年启放徐州减水各闸坝，引黄入湖，以致黄河既溜缓增淤，湖西一带亦因淤沙垫高，全湖侧

注东岸。”
(15)
在这种环境下，清口敌黄与盱堰石工，都在危机之下。 

二、三流与水利控制 

在高邮湖，运河分高邮湖为湖东和湖西两部分，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，运河受黄水倒灌的影响，不断地淤高。湖水

位长期比陆地高出 2—3公尺。(16)嘉道年间，运河的淤垫程度已经很高，堤与高宝两城平。当时运河西堤外湖滩与东堤外民田高

低略同，比河身低一丈多。运河之高，无法用刷淤法治理。(17)长期的淤垫形成高低不同的几路水流。以苏北运河为界，堤西曰

上河。“自朱家湖、黄子湖以西，地势渐高，常忧旱；堤以东曰下河，自堤迤东，地势渐低，常忧涝。昔晋太伯谢安，始筑邵

伯堤以界之，堤西无旱忧，堤以东无涝忧，民皆便之。至明季高堰失修，翟坝冲缺，水势直灌高、江，此江都漕堤之所以屡决，

而民胥为鱼也。” 

水利防控基本上集中于几条堤防控制线上，高堰是第一水利控制线，运河堤防是第二道控制线，范公堤是第三道线。总体

上有三个层次不同的水流，史奭称之为上流、中流、下流三路。上流是高堰、周桥、翟坝，即高堰一线的堤防和减水坝系统；

中流是里运河运堤；下流以范堤为最后的入海区的防线，但大量的水流是泛溢在里下河地区。“上流不治，则来水无穷，虽曰

治中流无益也；中流不治，由蓄泄无方，虽曰治下流无益也；下流不治，则水无去路，虽治中流亦无益也。”(18)上流与中流以

保运为中心，下路归海与归江，是圩田与河网的分布区。 

史奭言及下河各路河道与水口时言道：“有二说焉：一则各海口距漕堤俱三四百里而遥，纡回曲折不能直达也；一则下河

七邑，四高中洼，地形如釜，沿堤减闸之水，譬之由釜边而入，范公堤各场口，地势反高，譬之由釜边而出，则釜底之田庐已

在深渊矣。沿堤三十余减闸之水，滔滔东注，既不通江，又难达海，非民田受之而焉往也？故运河之水导之入江入海者，上策

也。不得已而泄之下河。”(19) 

第一线上的高堰与清口诸坝体系，可以分淮入黄、分淮入运、分淮入高邮和宝应诸湖。随着洪泽湖底淤高和黄河河身的淤

高，水流形势也不断发生改变。淮水北向入黄的水量在减少，通过山盱诸坝入高宝诸湖的水量在增加。嘉庆年间，山盱五坝经

常因受冲击而毁坏。“山盱五坝规制，自周桥沿河向西南，依次排立仁字、信字、二坝，久未启放，坝基均尚完好。义字坝于

十年跌成深塘，不能签椿修复，现于外层圈筑些坝堵闭。 

其智、礼二坝，十一年启放后，将坝基坝底俱已冲损。”诸坝的排水有一个增长的过程。“考五坝旧制，原系滚水石坝，

水涨听其自泄，水落则止。厥后黄河之底日高，必须加蓄湖水，方能畅出敌黄，原设坝基，遂形卑矮。于是将坝基封土，蓄水

愈高，一遇开放，建瓴下注，辄将坝底冲坏，而下游之被淹浸，万不可阻遏。”随着环境变迁，河臣修坝时，不断加高坝身。(20)

早年的天然坝被替代，是因天然坝较低，泄水较多。 

随着积蓄湖水的需要，须加高坝基以防泄水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 年），湖水盛涨形成各堰坝的危机，一些坝一旦开启，便形

成迅猛的下泄之势。“智字坝口门较宽，素为得力，惟一经启放，过水下河，难免淹浸之患。”(21)开坝便会形成倾泻之势，这

正是长期以来高堰与坝基抬高之故，这样的坝开启之后便难以堵合，整个下游越来越容易受淹。夏秋汛期，山盱五坝的开放，

高宝诸湖涨水会迫使官员开放运河东堤以泄水，再加上运河本身的淤高，堤防的底部也不断提高，泄水强度加大，里下河地区

短时间内承受了更多的汛水。 

从长的历史时段看，这一趋势自明清已经出现。靳辅言：“宋元以前，高邮、宝应诸湖，原皆田畴。臣前堵筑清水潭，深

挑两堤中间河底，有宋元旧钱及砖井石街，其为民居可证。盖黄河在宋元时，虽南侵而尚未全徙，至明代始绝北流，南夺淮渠

以入海，致淮水壅不得下。清河县之洪泽村漫渰而为洪泽湖，又从高家堰翟家坝旁流，东注为高邮、宝应诸湖，自此永不复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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畴之旧，且为患于下河矣。”(22) 

 

图 1高堰、里运河与范公堤形成三条水利控制线 

第二级水线是苏北运河。运河的淤积，直接得自于黄河倒灌，或官方的引黄济运。明代中叶，苏北运河的北部淤积尚轻，

大量淮水入黄，也有大量淮水通过运河经坝入里下河归海，归江之路尽管已经存在，泄水强度不及清代中后期那样强。清代中

后期，由于苏北北部地势的抬高，运河五坝的泄水向南倾斜，而淮水归江的水量不断增加。从淮水排泄的历史而言，里运河排

水，是先北部，后南部，随着北部抬高，排水通道向南发展，且归江通道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排泄通道。 

学术界普遍认为淮水在明代以前很难入江，即使通过里运河也有难度，长江沿岸的地势较高。自明中后期以后，随着苏北

运河的启用和黄淮交泄，北部淤高，淮水入江程度提高。清代中后期，淮水越发依赖南下通道。高家堰的不断筑高，使湖水位

高出大堤以东里下河地面 4—6 米，洪水时期达 6—8 米，使洪泽湖名府其实成为一个悬湖。一旦堤防溃决，堤东汪洋一片。(23)

这种情况，官方需要经营洪泽湖的归海与归江出路。 

入江入海闸坝体系互动，构成了过运水流的入江与入海体系的互动。明代运堤上有一定的坝泄水于东部。原来运河减水坝

在高邮以北，经泾河、子婴河排水。康熙朝以来，北部抬高，运堤上的减水坝逐渐由高邮以北迁往高邮以南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

年），辅靳在高邮、江都运河东堤建 6座减水坝，改建原有五里闸、车逻港闸为减水坝，增建南关旧大坝、柏家墩坝、八里铺坝、

永平港坝、宝应子婴沟坝、江都鳅鱼口坝 6座减水坝。 

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 年），康熙在第三次南巡时，认为决口重点已移至高邮以南，将高邮以北的坝闸尽行堵塞。这次北坝南

迁，体现了北部地区的淤高和排水通道南移的现象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 年），运堤上形成五里中坝、昭关坝、车逻港坝、南关

坝、南关新坝五坝，总称归海五坝。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昭关坝停闭，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中坝废，余下三坝又称归海三坝。

归海坝的设置，遥遥归海的距离达二、三百里，洪水被倾注到里下河地区，里下河地区成为釜底一样的地势。
(24) 

北坝南迁，使兴化成为洪泽湖、高宝湖等泄洪入海的必经之路。北坝南迁，其实是运河淤高的结果，运河归海坝倾泻的水

流也随着向南移动。“坝水”，汛期四水投塘，兴化涝情最重，“淹尽一亩方行一亩，淹过一庄方行一庄，均由西南而之东北，

迨既满而溢，已越三四月，始趋各口入海”。(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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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坝泄水归海，使水流积累在兴化一带，为圩田和垛田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归海五坝在北，归江十坝在南。归江之坝形成许

多的归江之河，各个河流都从一个区域的运河地段中分流而出，最后又汇集到芒稻河等少数几条。从归海到归江，有一个从少

到多、不断增长的过程。愈是北部，黄河的影响越强，就运河而言，决口泄水越来越南移。越到后期，淮水越多地入江。黄河

北徙后，淮水已不能顺利地沿黄河故道，就是原来的淮河入海之道归海，反而成为长江一个支流了。直到1952年苏北灌溉总渠

修成，小部分淮河水才可以直接东流入海。(26) 

随着北部的抬高，淮水向南通过五坝直接进入高宝诸湖的水量不断地增加。嘉庆十七年（1813 年），下游水满，运河停淤严

重。“往年下游扬河一带水势不大，故黄水灌入黄河，尚难径下，然已不免停淤。今高邮迤下河水犹形涨满，设使黄水倒灌，

下游顶托难消，必致淤塞，运河不久即成平陆。而本年运河经清水刷深至二三丈，大为顺利，傥被黄淤，非仅回空难渡，而明

年重运，又恐无策图维。” 

百龄谨守蓄清的原则，为使清水入运，能想出的办法仅是在上游减黄助清。“惟有筹画减黄助清之计，以济回空。查减黄

之途，有天然闸、峰山闸、祥符五瑞闸三处，天然、峰山二闸，下游河道久已挑濬，即可启放。”他又担心徐州以下至清口的

黄河河道由于减黄分水而河底停淤，故更多地开放下游的祥符、五瑞二闸，由于桃汛处黄水涨大，分水不影响正河刷黄。“过

闸十余里即入洪湖，可期朝发夕应。 

查嘉庆九年，回空船及十一年办里重运，俱曾开放，见效甚速。所虑者，黄流灌入湖内，不免停淤，然该闸下即近张福口

引河之尾，纵有淤淀，亦止在此河之中，来年清水蓄高，即可刷去。”(27)嘉庆十八年（1813 年）四月，百龄等讲了五坝入高宝

之湖的水情与蓄清水位提高有关。“从前湖水收至八九尺，是以誌椿一丈以外，即须启坝以免偃盱堤著重。近年黄河底渐淤高，

湖水即收至一丈四五尺，亦不能畅出御坝，冲刷洪流。迨盛涨长至一丈七八尺，不能不亟为启放，而水而既经抬高，一经放坝，

势如悬瀑，猛力下注，坝下河底跌成深塘，跌塘过甚，堵闭遂难操纵。”
(28)

更重要的是，高堰的泄水增加，五坝经常被冲坏，

下游地区的受灾更加严重。上游减黄之水汇于洪泽湖，官方又利用五坝的启闭蓄清或泄水，可以说，水环境的调控中心，这时

已经由清口转移至五坝区域。 

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以后，归海坝的开放便使里下河地区受灾。“坝水由车逻河、澄子河东流，分道岐出，游衍于高邮、

江都、泰县、东台、兴化、盐成、宝应、淮安、阜宁九县之境，谓之里下河，一称东下河。其间水道纵横，湖荡相接，干河皆

东流，自南而北数之，曰蚌蜒河，曰梓辛河，曰白塗河，曰海沟河，曰兴盐界河，曰新官河，曰射阳河，以射阳湖为水柜，有

洪水位时，湖周三百余里，但已淤垫，不能潴水。”各河河底真高约在海平面下一二米突不等，水皆汇入串场河，穿范公堤入

海。范公堤的东部有射阳河、新洋港等一系列的入海之口。 

“各港湾曲特多，海潮内灌纡缓，坝水外泄亦纡缓。”其中射阳河和新洋港泄水量较大。整个里下河地区由于地势形成釜

底的原因，长期以来积水难消，形成稻作区的洪水季节性，苏北的稻作比江南更有水旱之灾。“清康、乾、嘉三朝均大兴下河

水利，而水患如故。下河形势类釜底，四周高而中部低，坝水东下必将下河灌满，始渐趋入海，故开坝至十余日，盐、阜一带

始见长水，又有海潮顶托，不能尽量出海，须延至数月后积水乃消，而卤水又来，防御如临大敌，是直可称之为水厄，而兴化

尤甚。”(29) 

里运河以东范公堤以西的广大地区，是最为低下的洼地地区，这是第三阶台阶下的水田与河网区，是圩垛发育的广大地区。

黄河南泛以前，运河东西差异较少。邗沟时的运河只是简单地勾连着湖泊与河道，唐宋时期的大运河有单堤横截水系，诸河道

的积水逐步被截留于运河西部，这就是高宝诸湖的前身。在东部，沿海地区修了范公堤以后，苏北地区低地开始稳定地避潮，

水环境淡化，圩田与稻作全面地形成。民国《续修盐城县志稿》认为苏北水环境于宋代一变，“其时黄未南徙，淮流庳下，里

运一带地未壅高，故江流得以北注入湖，湖水又北泄入淮也。”(30)唐宋时期的苏北平原北部没有淤高，南北平缓，江水甚至沿

着运河水北流。淮水与江水都是清水环境，这时的圩田环境也甚清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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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淤高的过程，是明代以后快速发展的。20世纪50年代兴化县的土壤调查人员对各种圩田的年龄进行了考究。开发较早

的稻田分布于平缓低地，大约有1500 年的历史，这时期河网没有形成，水稻田在屯田组织下围垦形成。湖荡边缘的田是在湖积

物基础上垦成水稻田，这类田的历史大约有 1270年的历史，是唐中叶以后形成的田地，这时期运河系统完善，河网形成，低田

在排灌的基础上形成圩田水稻田。宋中叶以后范公堤形成，潮水侵淹减少，圩田发展。黄河夺淮后，范公堤东部的海滩地带扩

展较快，也有一定的筑堤形成的圩田。人们筑圩御卤，将灶田垦为圩田。在兴化，这种田地的历史为 520 年，是明清时期的沿

海圩田。随着人口的增长，积水之地中的黄河泥沙冲积形成的孤丘开始被开发成垛田，这种田明代中叶以后，400 年前开始形成

大量的垛田。(31) 

明以前的运河东泄之水，多是季节性的灌溉水，明后期，随着清口与黄水的淤高，入湖入运之水增多，里下河一带的水环

境开始丰富。明代后期，黄河壅淮，淮水南泛，苏北水患增加。运河地势与周边水环境的日益变化，引起整个运河水利体系的

变化。“自山阳于瓜洲，约四百余里。前人因湖水荡漾，难以行舟，或筑堰堤，或开沟浦，其间如平津、康济、宏济新旧月河，

西隔湖波，东依漕岸，船只往来，甚是便安。第有明中叶，湖面尚低，人运之水亦少，故于宝应境内，先后拦河建南北洪济二

闸，七里闸、六满闸、金门闸以束水势，东岸民建涵洞，仅能灌溉，不资分泄，而山盱减下之水无多，故高邮以南，亦无减水

大坝。末季失于咠治，堤堰大坏，淮注而东，黄漾而南，清口淤而运道淀，于是高邮上下之河，屡患盈溢。”(32)里下河地区的

围田发展也应在这个时期出现规模性的增长。“下河尽围田也。围者，谓四面有沟而中筑土为圩者是也。圩以御水，聊足成匡，

非有长隄旱坝之固也。大水频年，尽为所啮，而圩与沟平，不复有田形矣。”(33) 

随着上游泄水增多，积水上涨，汛时期常常湖河连成一片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59年），“洪湖盛涨，运河以西湖河一片，高、

宝等滨湖田地业已受淹。”高邮三坝与甘泉之昭关坝开放，兴化与泰州等处均受淹漫。低田不能种麦，秋禾被淹，庐舍亦常在

水中。“内有新筑圩围，因水高田低，一线土埂难以存立，亦被淹漫，不免成灾。就此时而论，高邮、兴化、泰州被淹较多，

甘泉、宝应次之。”至于泄水对早晚稻的影响，发水早则影响早稻。陈弘谋言：“从前运河深通，过水多在七月，早稻可以赶

收。今因上游发水甚早，洪湖五坝于五月内过水。运河淤浅，高邮三坝过水亦早。早禾结穗不及刈获，晚禾尚未结穗，全被淹

漫，受灾较重。”早稻受灾，晚稻也会受影响。 

泄水提前的原因，多是因高堰蓄水的水位提高引起，一旦上游来水增多，高堰必须迅速泄水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0 年），高、

宝一带河湖出现水情。“下河早稻纷纷刈获，迨后风转东北，水势渐长。”人们会早早地将早稻收获以防水灾。这一年八月七

日，湖河水势渐次消落。尹继善奏道：“高邮、甘泉二县，首当其冲，幸今年过水较之上年已迟四十余日，早禾收获已及十之

八九，中晚禾稻仍然损伤。其次则泰州、兴化、宝应，水到较迟。兴化早禾俱已登场，中禾亦有刈获，惟晚禾不免受淹。泰州、

宝应早禾全收，中晚禾尚未成熟，高处仍然无患，低处不免失收。”这一带不单有早稻，还有中稻和晚稻。各种水稻的受灾水

平，正与上游的过水周期有关系。低地中的高地，水稻可以免于水灾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 年），“淮扬邻近州县，虽间有积水

处所，现犹未尽消落，然亦系洼下之区，其高阜田畴早稻将次收割，晚禾俱皆畅茂。”(34) 

越到后期，洪泽湖的堰坝系统脆弱，须及时泄水，这又引起下游水灾，形成整体的失衡，这一体系总体的控制中心在高堰

坝闸体系。高堰诸坝的管理者在放水时，也虑及下河的水情。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 年）八月，上游兰仪漫口，水入洪泽湖。这

种情形，必然加剧高堰与清口坝偃的危机。孙玉庭等集众挑挖河道，对山盱诸坝，启放了仁礼二引河并智坝。孙玉庭建议及时

先为泄水，因为这时里下河地区早稻已获，晚稻正在生长，对收成的影响不大。“且节令已过秋分，下河一带，早稻已收，所

种晚稻无几，即启放归江归海各河坝，于民田无所损伤。 

臣等现已饬行下河各州县出示，令农佃早为收获，并增培圩堰以期有备无患，并随时察看斟酌，启放俾水势纡徐下注，不

致过猛，民间圩堰，亦易于防护。”(35)河臣的高堰诸坝放水时机，与里下河地区的圩田体系及稻作相一致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

年）六月张井谈及高邮四坝的水誌，他在上奏中有：“八年放坝，该汛水志，长存一丈三尺五寸。现在高邮汛水势，截至十二

日止，长存一丈三尺八寸。久逾启坝定志，即较八年水势最大之时，亦大三寸。且水势有在加长，急宜力救宣泄，惟是下河七

州县田亩，自九、十两年，未经放坝，秋成农稔，民气稍苏。”上游官员的放坝时机，要虑及下游的稻麦收获。张井接着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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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冬今春，雨雪较多，二麦本已歉收，目下早稻正在长发之际，沿堤眺望，极目青葱。方虑雨水过多，禾苗受伤，若一放坝，

则全被淹没。”早稻收后可以放坝，早稻未收，官员不敢轻启坝闸。(36) 

三、圩垛田的发展 

里下河许多地区属于湖荡圩田平原，官方在开发泄水通道和运盐河道时，形成许多的圩田。“沿范堤之旁，南北有河一道，

曰串场河，淮南诸商藉以运引盐之往来者也。运河东堤中八十里曰平津堰。明初设立二十三浅，浅有浅夫使之不时捞浚，运盐

之堤。曰东河塘，明初分为十塘，塘有塘夫，使之随时修筑。统计下河之地不下三十万顷。为田者十之四，为湖者十之六，当

时堤岸坚固，疏浚得宜，故水旱为无虞也。”当时上下游水势较为平稳，下游受灾程度低。随着洪泽湖底与黄河河身的抬高，

管理者利用高堰蓄清，五坝坝基因此抬高，泄水水势与水量的加强，使归江入海和归海通道受到汛水的影响程度增加。苏北有

诸多的民谚，诸如：“倒了高家堰，淮扬二府不见面”，又有：“一夜飞符开五坝，朝来屋顶已行舟”。(37)这种环境不仅促成

了圩田的扩展，适应汛水的垛田形态也得到了推广。 

乾隆三年（1738 年），江苏巡抚许容奏道：“淮扬一带，乾隆元年被水，二年又被水，本年则被旱，水继以旱。固属无可如

何，似当急为之备。查自淮溯扬，漕河亘于南北，长堤三百余里。堤西为上河。今按：淮扬运河堤束之地，南为上河，北为下

河，与此说异。”水分东西和南北，实是一种水文分异。筑运河东西二堤使运河的东西分异明显，高家堰的筑高，也促成这种

格局。北部的淤高，兴化一带的积水，使兴化一带成为北部的下河。上河地区是洪湖、白马、高宝邵伯诸湖，这是由西向东的

泄水入江通道。下河运河东部的低洼之区。“上河之水宜导入江，下河之水宜导入海。”壅正六、七年间，“开濬湖河淤浅，

设立涵洞闸座，未尝无补，第上河入江，尚未畅达，下河之水，来去路涩，是以旱年不敷灌溉，而一遇霪潦，则黄淮诸水，奔

赴漕渠，不能容受，不得不泻之下河，以保漕堤。往往开高邮南关大坝、五里中坝、车逻大坝以泄水。适当高宝与盐、山、阜

连界，周围数百里，形如釜底，放水而下，势如建瓴。”
(38)
 

道光四年（1824 年）是一个高堰泄水引起下游水灾之年。“盐城西南一带，筑围之田，间有被淹；其无围低洼田地，均被

淹浸。”(39)上河各坝放水之时，形成对下游圩田区的破圩。道光六年夏，江北雨水较多，洪湖诸坝启放较早。上河和下河紧靠

湖泊一带，受淹严重。在兴化县，“总受五坝之水，西、南、北三乡，及东乡离城较远之区，被淹已有九百九十余庄，计全粮

及减则等田一万二千四百余顷均在波涛之中，惟东乡尚有浸水十圩未破，现在日夜防守。又泰州西北隅，与高甘接壤，坝水顶

冲；正北接兴化境，东北接东台境，禾稻并沉水底。”(40)高堰泄水，是为保高堰不受冲击，可以在汛期以来蓄水保运。道光六

年（1826年），降雨较多，洪泽湖水势甚骤，洪湖启坝较早，五月既已开放。山盱与仁义两河，智信二坝及拦湖坝已经次第开放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各坝放水是讲究时机的，以求保护里下河地区的农业。“向来启坝放水，多在秋收之后，是以地方尚可勉强支

持。”放水时机合适，主粮作物收割，损失较少。“惟向来洪泽湖放水，多在夏末秋间，农田刈获已毕，即有未熟晚稻亦可带

重穗锉食，借资糊口。本年因堰工难以蓄水，自五月下旬即将湖浜所有各坝尽行启放，旋开运河各坝。仅留昭关坝一处。”各

坝河减下之水，直达高、宝诸湖。“三总各里及一总七、八、十一等里，田亩房舍均归巨浸。车、南、中、新四坝，水势奔腾

浩瀚，各河仅宽数十丈，势不能容。加以低田沟浍积雨尚盈，汪洋一片。”四坝在这时开放，民间的早稻便遭水灾。“兹民间

早稻甫经茁苗，积雨之后继以各坝齐开，田亩被淹，秋成失望。”在六月三十日，昭关坝也启放，“所有稻田遂归巨浸”。(41) 

随着淮水下泄增多，里下河有了更多的水源，许多旱田开发成圩田水稻田。在范公堤和沿运河一线，许多地区成为仰釜形

的地形。在高邮湖与东部的沿海高地之间，形成了兴化低地，这种低地的水文形势，兴起了圩田体系的增多。清初，淮水入黄

的水量较多，入江归海的东泄水量较少，官方常常堵闭高家堰减水坝和运河归海坝、约束上游泄水。这时，下河地区基本上是

在汛水冲击量少的条件下兴修水利，人们在湖荡周边，支河港汊的兴起湖圩与里圩，在沿海地区，圩田的兴筑结合蓄清淡卤和

抑制浑潮。嘉庆年间以后，高邮南部诸地区的圩田体系大兴。道光以降，归江水量骤增，归江河道的维护显然滞后于来水冲击

所导致的河道淤塞，江都县境内开始大量修筑圩田。圩田的修筑始于盐城、兴化县境，西南递进，宝应、高邮二县之后再进到

滨江区域，大体上与来自洪泽湖水分泄的方向与压力相应，圩田占据的空间大多为西水分泄之地。(42) 



 

 9 

北坝南迁和淮水入江通道和扩张，使圩田体系向南转移。兴化地区是最低洼之区。包世臣在其《下河水利说》提到兴化一

带由于四水汇聚，需要高筑圩岸。“起田夫于河泓之旁，宽留河道，高筑圩岸，出水五尺，不唯可保田庐，而且河成聚溜，消

水更速”。在支河港汊，“逐段加筑小圩”。
(43)
由于丰水环境集中于汛期，苏北其实仍然在缺水季节呈现旱地特色，不像江南

那样有稳定的活水周流。里下河地区的溢流水势，只在汛期形成，堤岸之制，往往与官方挑河时的动员有关。乾隆年间嵇璜言：

“查下河各州县，小港支渠，不可数计，岂能普例兴挑？查康熙年间，每岁令下河居民，挑浚渠港，著有成效。应请责成地方

官于农隙之时，查明田间水道，有湮塞浅隘之处，传集里民，按照地亩办理：佃户出力，业主给食，逐年开挑。挑出之土，即

堆成圩岸，以护田畴。”(44)从另一方面看，洪水下泄量的增多，苏北有了更多灌溉水源，以前的旱田可以开发成为圩田水稻田。

高宝诸湖不单可以济运，也可以使周边地区形成稳定的圩田水稻田，促进运东圩田水网的充水。在明代和清中叶以前，高堰体

系基本上维持稳定，下游泄水稳定，圩田体系稳定，仅在湖缘与河缘地区多有圩田，许多地区仍是旱田。随着泄水量增加，加

上内水外排的难度，积水持续时间加长，旱田因此变成圩田。范公堤和西部沿运河一线的淤高，使中部许多地区成为仰釜形中

间的低地，低地的水文形势使圩田增多。清初，官方以堵闭高家堰减水坝和运河归海坝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河湖治理。官方集中

兴办水利工程、修筑圩岸，湖荡周边的湖圩和支河港汊的里圩都大规模兴起。范公堤一带的蓄清淡卤、抑制浑潮的措施也不断

兴起，这使圩田和稻作不断地得到发展。嘉庆年间，汛水的泄水量增加到一定程度，而宝应、高邮、江都、甘泉等县的开挖河

道、筑建圩堤的活动也达到高潮。“迨（嘉庆）十九年挑浚下河，并修筑诸河两岸，出地数尺，群圩迺兴。历道光、咸丰棋布

星罗，增筑累百，湖西亦然”
(45)
。 

在兴化中西部，常年没于水面下的淤积滩地在汛期疏通水道时可以大规模出露水面，淤积可以促进水田的开发。随着人口

的增加，农业集约化加强，沤田逐步改为圩田。在兴化一带，淤积大规模地出露，小圩发展突出。“兴化水防大圩之外，有鱼

鳞圩，即普通合匡水田之小圩是也，其宽约在五六尺、七八尺之谱，高出田身数尺之上。”(46)这种小圩的面积一般在 300—400

亩。(47)黄河水入黄以后再泄入兴化，经过一段距离的沉淤，多以细颗粒为多，肥淤成份较大。当地民众知道“浑水河是富河塘”，

在这样的河道周边堆土，肥田效果明显，与此同时，留淤形成的不同地形，推动小圩的发展。
(48)
与江南相比，兴化毕竟处于北

方旱地环境下，汛期的多水环境只是一时之间，全年的供水与水稻的需水有一定的脱节。“兴化稻田最忌脱水，虽严冬须戽水

以沤之。若得秋后坝水，则明年秋收可无过虑，其利用者一也。又坝水系挟沙泥而来，色黄而肥，沿途沉淀，即为壅田垩本，

其利用者二也。又兴化北乡之田，干则水红，谓之发碱。东乡尤甚，谓之淋卤倒灌，一经坝水冲洗，土质转佳，碱卤淡化，其

利用三也。”(49)为防止秋后开坝殃及中晚稻，下河低洼地带多种一熟早稻，四月种，七月收，处暑后上水保沤。坝水对保沤至

关重要，对抗御春旱也很关键，苏北地区称秋后开坝的河为富河塘，未启坝的为穷河塘。(50)由于黄水常常南泛，水退后沉积下

来的淤泥是田间肥力的重要来源。魏源言：“殊不知西水之于下河，能为害亦能为利，如使终年西水不入下河，亦非民田之福

也。不但东台、盐城、阜宁、海卤地咸全恃西水泡淡，始便种植，即高邮、泰州、兴化、宝应、甘泉等县亦赖西水肥田，始得

膏沃，而省粪本。凡西水所过之地，次年必亩敦加倍。如年年全不开坝，则下河田日瘠，收日歉。故开坝于立秋以前，则有害

无利，开坝于立秋后，处暑前，则利害参半，如开于处暑以后，则不惟无害，而且有大利。”
(51)
 

黄水泛滥增加促使苏北淤积加强，河道淤积形成土壤的堆积，而积水的向南发展，使汛期水流增加，水道中充满了积水。

这不单促成圩田形式增多，更促成了一定地区垛田的增加。苏北的垛田多在沟壑纵横的地区形成。汛水进入这一地区，使其大

部分淹没，这便形成垛田周边的积水，而其中的裸露，便形成小块可以种植旱地作物的垛田。苏北的河道常常干涸淤积，水道

并不具有江南的那种稳定水流，水沟会不断干涸。垛田的水沟积水甚多，可以维持水中之垛上面的旱地作物不受干旱的影响，

但难以维持面积较多的水稻田的需水。垛田在兴化地区特别多。垛田的田沟甚深，水面甚大，田面甚小，可以应对大面积的难

泄之水，圩田有更多的田面，深水筑岸的圩田在汛水增加时，有时难以维持。垛田不用筑圩岸，利用湖泊淤泥堆叠垫高的农田，

形成自然的顶部小田块，主要用于蔬菜轮作。旱季，大部分水源被高家堰和运堤拦蓄以保漕济运，兴化距水源较远，旱时无水

源仰给，旱情最重，而高邮、宝应、盐城等地可以仰给黄淮运的灌溉。“惟兴化、东台西去运隄一二百里，南去上盐河并百里

远，近岁稍旱，则盐、漕两运河各存靳惜之意，而川途辽远，涓滴遂无从入，故遇旱亦易为灾”。(52)在这种环境下，汛水集中

区的圩田水稻田反而会在旱时难有稳定的水源，垛田因种旱地作物和沟底的积水，便有了优势。正是这种原因，当地人利用湖

泊淤泥堆叠垫高，形成防洪、抗旱、御碱的垛田。徐谦芳《扬州风土记略》：“兴化一带，有所谓坨者，面积约亩许，在水中央，

因地制宜，例于冬时种菜，取其戽水之便也。”
(53)

坨就是垛田，面积较小、四周环水是垛田典型的形态特征，种植蔬菜、戽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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浇灌是垛田典型的土地利用和灌溉技术。 

四、小结 

综上所述，黄淮运湖的水文互动对整个黄淮运交汇地区的水环境和水利技术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。官方交替地利用了

清口系统和高堰体系以控制河南和江苏一带的水系互动。从宋到清，清口与高堰区域的水位不断提高，由此可以控制或影响的

水流范围也不断地扩展。特别是自清代中后期以来，高堰五坝区的泄水不断地增加，这使得苏北地区归海入入江的水流出现了

大规模的增长。苏北平原区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，在这种黄淮运的互动环境下因着泄水增多得到发展，不单有沤田改圩田水稻

田，在淤积和积水较多的兴化等地，出现了垛田体系扩展。这一系列的水文变化有自然的原因，诸如黄河南泛，淮水分流等，

更多的原因是官方为保证运河畅通和黄河治理而采取的措施。官方培筑高堰以蓄清刷黄，人为地形成了上游水量因着高堰修筑

和御黄坝的堵闭而在洪泽湖的存留而加增，而汛期的泄水以及泄水和入江和归江的坝闸控制，直接对农田水利的变化产生了影

响。总之，随着一系列的自然与社会的互动，整个区域的水文和水利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

注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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